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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過去數十年當中，台灣歷經了包括人口轉型、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等多項重大改變。其中最重要的轉折，就是1987年台灣政府解除長達40餘年的戒嚴令。此舉最大的後續效應，就在於驅使台灣更加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而全球化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面向，就是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透過人口流動所引發的人類互動(Human Interactions)關係。首先是1980年代開始出現的外籍勞工，其後則為1990年代以來的「移入配偶」現象，特別引人矚目。
　　非法外籍勞工的移入始於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在政府所主導的勞工引進政策下，合法外籍勞工的人數就快速增加。1993年時，外籍契約工的總數還不到10萬人，然而2000年時，總數卻已經達到33萬人。其後，持續上升為2005年底的接近33萬人，2007年底的最新數字則是36萬人。除此之外，還有相當多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入境勞工，形成移民統計上難以避免的「黑數」。近期以來，則有越來越多台灣國民與外國女子結婚，並且將其配偶帶回台灣共同生活。2004年初，移入配偶的總數就達到30萬人。從性別組成來看，絕大多數的移入配偶是女性(93%)，主要來源是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無論是外籍契約工或是移入配偶，他們已經逐漸成為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社會之中相當重要的群體。
　　有關在台外籍勞工議題的研究已經很多，但針對台灣婚姻移民的探討則相對較為有限。現有的學術論文大多著重於來自特定國家的「外籍新娘」，諸如中國大陸(陳小紅,2000)、印尼(夏曉鵑,2000;Hsia,2003)、越南(Chang and Wang,2002;譚文惠、蔡雅瑜,2000;王宏仁,2002)等。這類研究傾向將婚姻移民看作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之一，而女性移入配偶則多半被視為跨國貿易與資金流動下的犧牲者或受害者。另有部份研究處理移入配偶與台灣社會的融合、同化現象。然而對於台灣婚姻移民的整體特徵與發展趨勢，則較少有利用總體統計資料所從事的全面性觀察與論述。本文希望能夠補充這項不足。
　　接續在前言之後，本文將要探討台灣移入配偶的定義與婚姻移民的特徵，隨後則針對婚姻移民目前出現的議題以及未來展望進行討論，最後為結語。
貳、定義與趨勢
　　就歷史的脈絡而言，台灣可以算是一個移民社會，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祖先是四百年以前從中國南部，陸續遷移來台。過去半世紀以來，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人口移入台灣的現象縮減。在台的外籍人士數量非常微小，1970年之前只有幾千人，直到1981年的存量亦僅有23,000人。不過進入1990年代之後，數量則快速增長。首先是大量的東南亞外籍契約工，隨著政府開放勞工引進的政策而前來台灣工作。其後，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婚姻發展趨勢，使得在台外籍人士的數量進一步增加。

　　上述透過與台灣人民結婚而取得合法入境台灣管道的外籍人士，亦即所謂的「外籍配偶」(包括大陸配偶)，因為高達九成五為女性，一般更常見到的名稱則是「外籍新娘」(包括大陸新娘)。這些名稱除了具有強烈的負面、排斥、與貶低意義(林開忠、張雅聽,2003)之外，純就人口移動研究的歸類而言，亦屬不妥。真正能夠反應實際現象的名稱應該是「移入配偶」(Immigrant Spouses)，這是一個中性名詞，可以是女性，亦可以是男性。可以是來自台灣以外的任何國家。亦無排斥或貶低的意涵，更是具有台灣社會接受他們成為一份子的歡迎意味。它表示這些人是以配偶的身分成為移入台灣的群體，他們在台灣居住一定年數，滿足所需條件之後，可以歸化成為台灣國民，所以他們不一定一直都是「外籍」，更不會永遠都是「新娘」(或「新郎」)。
　　為了顯示婚姻移民以及外籍勞工對台灣的重要性，表一列出在台外籍人士的類別組成，並且把已經歸化並取得台灣國籍的「移入配偶」也一併計列。就法律層面而言，他們是台灣國民，並非外籍人士。表一顯示，在2004年五月底，在台外籍人士(包括已歸化的移入配偶)數量接近63萬人。其中三成是中國大陸人士以婚姻形式來台。來自中國大陸以外的外籍人士數量為41萬人左右(65%)。其中，大約280,000名是外籍契約工身分，90,000名是尚未歸化的移入配偶，其餘41,000則是以勞工、婚姻以外的身份在台居留。已經取得公民身份的移入配偶約22,000人，是指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而已經歸化的移入配偶，由於資料限制，此一數字並不包括來自中國而取得台灣身份證的移入配偶。這22,000名已歸化配偶，占來自中國以外國家的移入配偶總數(111,683)的二成。
　　若將移入配偶視為一個整體，總數約306,700人，在所有在台外籍人士中占一半的比例(49%)。其中，三分之二來自於中國大陸(195,000名)，其餘三分之一(111,700名)來自其他國家(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移入配偶的存量，最起碼就大於全台23個縣市中的三個縣市(包括：台東縣、澎湖縣以及嘉義市)，而且也只稍稍小於其他兩個縣市(花蓮縣、新竹市)的人口數。如果將外籍契約工的存量(來自東南亞國家的280,000名)與移入配偶一併計算，總數是587,000名。這個數字就大於台灣原住民的總數(430,000名)，成為繼福佬、客家、外省之後的第四大群體。甚至，這個數字也大於全台23縣市之中的11縣市。顯而易見的，移入配偶以及外籍契約工，已經對台灣的人口規模與組成產生重大影響。
　　表一也指出，在台的外籍人士之中有很高比率是女性(73%)。其中在移入配偶部份，女性所佔的份額更是高過九成。這份資料顯示，無論移入配偶的來源國為何處，其絕大多數是「女性」這點，是共通的現象。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將把重心放在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女性移入配偶。
　　表二為1992-2004年男女別在台外籍人士數量按類別區分之統計。由於早年的資訊缺乏，所以在移入配偶部份，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並未納入統計數字中。現有資料顯示，這12年來在台外籍人士的存量，從45,000人增加到超過410,000人，足足成長了10倍。無庸置疑，東南亞外籍勞工的引進，對在台外籍人士存量的成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其他種類外籍人士存量的增加幅度，則比外籍勞工更為顯著，這部份主要是由移入配偶所組成。1990年末期，增加的趨勢更是瞭然於目，存量從1995年的41,345名成長到2004年的130,505名，達三倍之譜。
　　從圖一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台外籍人士的「女性化」過程，自1999年起，契約工以外的女性外籍人士，數量開始大幅增加，主要原因就是近年來台灣男性大量迎娶東南亞國家的移入配偶。表三的數據可以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根據該表「其他國家」一欄，來自東南亞的移入配偶從1999年的不到15,000人，上升到2000年的超過21,000人，最後維持在每年20,000人左右。這種跨國婚姻的發展，在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方面，上升趨勢較為明顯、成長更為迅速。1999年時其數量是17,589人，2003年則高達35,473人。
　　表三顯示出跨國婚姻在我國整體婚姻之中日漸重要的趨勢。1998年時，在台灣總數為145,976件結婚登記數當中，夫妻雙方均為本國籍者占八成四，夫妻之中一方為外國籍者占16%(與中國大陸配偶結婚者占8.5%，與其他國家配偶結婚者占7.2%)。2003年時，跨國婚姻所占的比例達到32%，足足成長了一倍。單是在與中國大陸配偶結婚的案例中，在1998年到2003年這五年間，就從8.5%成長到20.7%。但是，與其他國家配偶結婚的案例，雖然起初兩年，比例上有所提升，但是到了2000年以後，就相當穩定的維持在11%。縱觀1998年至2003年，四分之一的婚姻是跨國婚姻，與中國大陸籍結婚的數量，稍高於與其他國家籍配偶的結婚數。根據這樣的趨勢發展，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的跨國婚姻，相較於與其他國家的跨國婚姻，其重要性將會日漸提升。
參、總體特徵
　　如前所述，在台灣的306,700名移入配偶幾乎都是女性(92%)，她們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三分之二)以及東南亞國家(三分之一)。接下來的討論將把重心放在移入配偶的主要特徵，諸如：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地理區位分布。以2003年台灣的婚姻登記資料為基礎，表四報告的是該年登記的173,065件結婚數，按新郎國籍與年齡組別分的交叉表，以及按新娘國籍與年齡組別分的交叉表。資料顯示，2003年台灣籍男性結婚人數為167,160人，女性為124,665人，男性成婚數比女性多達42,495人，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失衡的現象。更進一步來看，台灣籍男性的結婚年齡分佈，比較台灣籍女性來得偏高。結果，兩性的結婚年齡中位數相差達五歲(男性為33.7歲，女性為28.3歲)。
　　在移入配偶的年齡組成方面，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顯然年長於來自東南亞的配偶，特別是女性移入配偶。大約一半來自中國的女性移入配偶在2003年成婚時，其年齡超過30歲以上。因此，來自中國大陸與來自東南亞之移入配偶的結婚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1.3歲和23.6歲。該筆資料充分證實，迎娶中國大陸配偶的台灣男性，其年齡多半在40歲以上，甚至高達六、七十歲。這些台灣男性有許多是1940年國共戰爭之後，隨著國民政府遷移來台的退役軍人。另外還包括一些鄉村地區的農夫、漁民者、身心殘障者、失業者或未充分就業者等社會弱勢族群，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特徵，就是難以在較年輕時順利與台灣女性成婚。
　　為了進一步瞭解妻子與丈夫之間的年齡差距，本研究特別取得2001年的台灣結婚登記資料，並且將新娘按照其原國籍，分為台灣、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三個群體進行探討(表五)。在台灣籍新娘的部份，有將近六成年齡比新郎小0到4歲，22%較先生年輕5到9歲，亦即台灣籍新娘大多數(79%)比新郎年輕10歲以內，相差超過10歲者只占8%，另有13%年齡小於新郎。這種夫妻年齡差距不大的分佈情況，顯然與中國籍新娘及東南亞國籍新娘的情況不同。在中國大陸籍新娘當中，有五成五比新娘年輕10歲以上，其中36%相差10－19歲，13%相差20－29歲，6.4%則年輕30歲以上。

　　在東南亞籍女性移入配偶部份，新郎與新娘年齡差距的分佈型態，基本上與中國籍新娘的情況頗為類似，有六成七的東南亞籍新娘比先生年輕10歲以上，絕大多數(51%)相差10－19歲，丈夫比妻子大三十歲以上的比率(2.4%)遠低於中國籍新娘的情況(6.4%)。如前所述，中國籍新娘的年齡偏高(表四)，可見台灣高齡結婚的男性(如60歲以上者)，其對象多為中國籍新娘。由以上資料亦可得知，東南亞移入配偶的先生普遍較中國籍移入配偶的先生年輕。表五的資料進一步顯示，只有9%的東南亞籍新娘比先生年輕0－4歲，這個比率遠低於台灣籍新娘的57%。假設理想的夫妻年齡差距是新郎比新娘大0－4歲，那麼，這些年輕的東南亞籍新娘(結婚年齡中位數23.6歲)與比她們年長許多的台灣男性結婚，應是一種無奈的承受或犧牲。
　　表六的資料是2003年結婚的新郎與新娘之國籍別教育程度組成。就全體結婚對數而言，新郎的教育水準略高於新娘，似乎與婚姻理論中的「斜坡假說」(Slope Hypothesis)相互吻合，亦即，男性與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比較容易成婚。但是，台灣籍新郎的教育程度卻明顯低於台灣籍新娘，同時，中國籍與東南亞籍的新娘，彼此在教育程度上並無明顯不同，但都遠低於台灣籍新娘的教育程度。這些資料顯示，與中國籍及東南亞籍女子結婚的台灣男性，主要就是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群。
　　如前所述，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女子傾向嫁給台灣較為弱勢的男性。在表七所顯示的女性移入配偶之國籍別與地理區位分布上，也可以看到端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多半集中在大都市及其周邊的都市化地區(例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高雄市以及高雄縣)，以及在安置軍人退休生活的縣市(例如花蓮縣)。相對的，東南亞籍移入配偶則較為廣泛分布到台灣的鄉村地區。女性移入配偶在台灣的地理區位分布，也充分反映出她們夫家的社會經濟地位。
　　為了顯示跨國婚姻的重要性，表七也呈現各縣市外籍新娘數占整體婚姻數的比率。在2003年，台灣171,483件婚配當中，有28%的新娘是外國籍。中國大陸籍的新娘占三分之二，其他國家(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則占其餘三分之一。就地區別的外籍新娘所占比例而言，北部和中部等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只有26-27%，南部、東部這些鄉村地區的女性移入配偶比率則明顯偏高(分別為31%與40%)。
　　我們可以將台灣地區跨國婚配比例較高的九個城市挑選出來，將其分為兩組：(1)基隆市、高雄市、高雄縣、台東縣、花蓮縣；以及(2)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第一組的五個城市之所以具有高比例的移入配偶，主要是由於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相對的，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對於整體數量的貢獻較小。剛好相反的是，第二組的四個城市則是具有高比例的東南亞移入配偶。屏東縣較為特殊，因為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數量都很多。
　　前述的兩組城市究竟具有什麼特徵，值得探究。第二組的四個城市，可歸納出一些共通點；它們都是台灣南部縣市(屏東縣甚至是台灣的最南端)、都是農業縣、發展程度與所得水準均低、以及面臨鄉村勞動力外移的困境。由此可以發現，年輕的東南亞女性移入配偶在此受到偏愛，具有其人口、經濟、社會的理由。至於第一組的城市，基隆市、高雄市以及高雄縣是台灣的兩大都會區的一部分，194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初期之間隨國府遷移來台的軍人及其遺眷，大多匯集在這些都會區域。至於花蓮縣與台東縣，則具有廣闊的土地去安置這些軍人遺眷的退休生活，他們一般來說較偏愛迎娶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大陸以外，台灣最主要的移入配偶來源國家，值得再加探討。表八的資料是2003年底台灣所有移入配偶數按性別與主要來源國(中國除外)分的統計結果。在總數為85,721人的移入配偶當中，91%是女性，呈現性別比例失衡的情形。而來自東南亞的78,391人女性移入配偶當中，來自六個東南亞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就占九成六，依序分別是越南(69%)、印尼(15%)、泰國(6.5%)、菲律賓(4.8%)和柬埔寨(3.5%)。很明顯可以看出，越南是中國大陸以外，台灣最主要的女性移入配偶來源國家。從其他國家來的移入配偶則不是人數偏少，就是不以女性為主。
　　為何越南會成為東南亞移入配偶的主要來源國呢？一般咸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基於台灣和越南之間在文化上的相近、宗教信仰與祖先祭拜儀式雷同、生活方式相近等因素，甚至在體型與膚色上也無大差別。更具體來說，由於越南文化與台灣同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而且有男尊女卑的社會風氣，台灣人認為越南女子生長於父系社會，深受良好的社會化過程，培養出顧家、愛子、友善待父母及家人的美德，使得越南女性即便來到台灣，仍然願意為了台灣的丈夫、子女、夫家其他成員(比方說公婆)犧牲奉獻，而這些特質，正是台灣夫家所夢寐以求的。台灣的移入配偶，尤其是來自越南的移入配偶，不禁令人聯想到學者Piper(2003)所提出的有趣問題，值得深入探究，亦即；這些女性移入配偶究竟是Wife or Worker?或Worker or Wife?。
肆、課題與展望
　　二次戰後數十年，台灣這個窮苦的國家正遭逢人口壓力，以及低國民平均水得的困境(Tsay,2003)。外國人口與勞工移入的議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因為東南亞的非法勞工移入，而引起社會的關注。外籍勞工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合法化後，政府投入更多心力在控管、監督這批數量越漸龐大的外籍勞工。90年代中期，在台外籍契約勞工的數量已經接近30萬人，頗為引起社會大眾所關注。但是，政府的立場卻是外籍勞工只能夠當作臨時性的、補充性的勞力供給。因此，外籍臨時契約工的議題，並不能與諸如移入配偶等永久性移民的現象相提並論。
　　1990年代中期，台灣男性大量迎娶他國配偶的現象興起，邁入新世紀以後，其數量之迅速上升，使得政府同社會大眾不得不去正視這個問題。但因為對於這項重要議題的瞭解有所遲延，所有政府相關部門的具體政策與規劃都在2002年年中及其之後才正式提出。2003年，內政部開始推動「外籍與大陸配偶輔導計畫」，給予移入配偶必要的服務和協助(余政憲,2003)。這項政府計畫共計有50個子項，被歸納在以下八大類之中，包括：社會適應、醫療保健、工作權保障、教育與文化活動、子女的生育和教養、防止家暴、法律制度的修正、以及諮詢服務。在各地方政府層次，也有配合這項政策相應而生的子計畫。雖然政府各部門的婚姻移民政策緊鑼密鼓的展開，但是由於目前仍處於計畫推動的初期，因此針對計畫成果的評估，目前似乎仍嫌之過早。

　　　　為了取得推動這項計畫所需的基礎資訊，內政部也於2003年10月，針對台灣的移入配偶進行意見調查，調查樣本數高達176,000(約占所有移入配偶數的69%)。這份調查的結果已於2004年10月正式出爐，相信對於目前國內有關於婚姻移民的政策推動、學術研究，在資訊文本上提供不少貢獻。事實上除了內政部之外，行政院經建會、陸委會，以及教育部，也都針對婚姻移民的議題投入諸多心力。在行政體系之外，監察院也成立一個特別小組(筆者有幸能在當時參與其中)，調查婚姻移民以及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在移入配偶的主要居住城市，該小組尋訪十數次，確實給予政府施加不小壓力，助其正視、解決婚姻移民議題。
　　在民間的層次，也有一些自主性的社會團體，期望能協助移入配偶順利融入台灣的社會。甚至有些關懷與互助組織，就是在本地非政府組織(NGOs)的協助下由移入配偶所籌組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在旗山歷經幾年的籌備之後，於2003年12月正式成立於高雄市。早在這之前，也已經有團體，為了海峽兩岸婚姻移民的權利四處奔走。

　　雖然有這些官方與民間的努力，卻也仍有不少的現實問題必須要面對。其中最富爭議性的，就是對於移入配偶的數量，是否應採取配額嚴加控制？畢竟婚姻與遷移都是最基本的人權。按常理來說，對於以依親方式，在婚後移民來台的配偶，我們應該保持開放態度。但是理想歸理想，現實考量則是，政府顧及政治因素以及大陸移入配偶數量龐大且增加快速，因而對於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移入配偶嚴格控管。她們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等待時間上，遠較東南亞移入配偶來得久(八年vs.一年)。當然這就招致一些可能涉及不平等、歧視的反對聲浪，未來這將會是高度爭議性、值得論辯的課題。
　　其次，這種台灣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地區的聯姻，幾乎都是透過婚姻仲介進行牽線。仲介業者居中安排相親之旅，讓男方挑選其中意的異國女性。同時，仲介亦提供訊息給男女雙方家庭。但是仲介為了拉抬男方的身價，通常會刻意提高男方家庭在台灣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造成有不少越南女性在婚嫁來台之前的期望過高，來台之後即產生「不符原有期望」的想法。仲介的問題對於政府來說是項重大挑戰，政府必須瞭解仲介在跨國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有效約束不公義、非法的行為。
　　跨國婚姻在本質上就具有極高的困難度與挑戰性，特別是在台灣這種透過仲介業者居中安排而缺乏認識基礎的結合。所以，當然會有一些失敗的、悲劇的、或痛苦的下場，但是，仍然有許多成功、幸福的例子。就國家、社會層面而言，雖然前面提及一些跨國婚姻可能出現的隱憂，但是移入配偶的出現，其實也有許多積極、正面的效應。近年來，台灣面臨生育率逐年快速下降的問題，2003年的總生育率(TFR)是1.24，2006年再降為1.10，名列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每年嬰兒出生數，也從2000年的305,000名，下降至2003年的227,000名，而其中由移入配偶所生的嬰兒所占之比率，則從7.6%上升至13.4%。到2007年，出生嬰兒數已下降為204,414人。由於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女性移入配偶，大多是初婚，而且屬於高生育力的年齡階段、婚後到生產第一胎的時間較短，她們所生育的子女，對於台灣未來人口與勞動力成長，具有相當正面的效果。根據調查，2003年時，每7.5個該年所出生的嬰兒，就有一位是由移入配偶所生的。
　　除了在生兒育女方面的貢獻之外，移入配偶在經濟活動方面的表現也不容忽視。移入配偶多半工作都相當勤奮，有些從事農耕或無酬家事工作，以協助提升台灣夫家的家庭經濟收入，另外一些則照顧家庭成員中需要接受特別服務者，更有一些負擔起全家的絕大部分家務工作(張碧惠,2003a,2003b）。由於台灣的人口結構變遷以及未來勞動力不足的趨勢(Tsay,2003)，移入配偶日後將會在台灣成為重要性難以取代的一群。前述所提及的貢獻，也為政府部門在安置、協助移入配偶盡快融入台灣社會方面，提供了相當有力的動機。
　　論及移入配偶所面臨的問題，來自中國大陸與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之間，具有明顯的差異。
 　　根據筆者的深入訪談，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由於自己與丈夫年齡多半較長，許多在來台之前也有過結婚、生育子女的紀錄，她們較為擔憂的是餘年養老問題。因此，她們強力向政府爭取，希冀能夠讓自己從前的婚生成年子女來台，照養自己的晚年生活。然而即使在一些典型的移民接受國家，例如說澳洲，這種現象與要求卻也是個十分不尋常的現象(Iredale,1994;Iredale, et al.1992)，在目前兩岸政局情勢下，要期待我國政府開放這些來自中國的女性移入配偶之前婚成年子女來台定居，可能性非常低。
　　由於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多半是處於初婚，年齡也年輕許多，所以她們反映出來的擔憂，主要在於子女的生育教養、丈夫的工作、夫家的經濟狀況、及其本人融入台灣社會等問題。整體而言，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對於與丈夫共同經營家庭生活，展現較強的企圖心。縱使相較於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她們所面臨的語言障礙可能艱困許多，但是她們對於實現美滿婚姻的期望與意願，以及所付出的實際努力，已昭然若揭(張碧惠,2003a) 。
　　瞭解移入配偶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之後，我們應該探討台灣社會大眾對婚姻移民的看法與態度。根據2003年10月針對1068位台灣地區民眾所進行的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都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來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台灣的「移入配偶」及其相關課題(陳慧萍,2003)。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尚未正視與瞭解移入配偶對台灣的意義與重要性，包括移入配偶對於生育率所帶來的影響。在問及現行法令對於婚姻移民的數量限制時，將近60%的受訪者表示贊成。換句話說，有關基本人權以及依親居留的權利並不受到重視。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無須給予移入配偶公平的待遇。

　　對於來自中國大陸與來自東南亞之移入配偶兩者之間的比較，受訪者較擔心前者的婚姻品質，對於後者則較關注其子女的教育問題。受訪的未婚女性之中，有35%對於台灣男性的跨國婚姻，持負面看法與反對態度。有趣的是，20%的未婚男性，則對於跨國婚姻(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區)感到躍躍欲試。整體而言，這份調查結果仍然反映出國人普遍的憂慮狀態。既然婚姻移民的重要性與未來發展趨勢已經明確，為了要讓這群「新台灣人」能夠被台灣社會大眾所接受，台灣民眾必得加強與移入配偶的互動，增進彼此瞭解。
伍、結論
　　台灣自90年代初期以來，逐年有越來越多跨國婚姻的現象。移入配偶的總數結算至2003年，一共約有30萬人。從性別上進行分析，這些移入配偶絕大多數是女性(93%)。從原生社會，也就是來源國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占三分之二強，其餘則幾乎來自於東南亞地區。而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來源國中，又以越南為首(69%)，印尼居次(15%)。本文主要是利用官方的結婚登記資料，探討台灣「移入配偶」的總體特徵與發展趨勢，並適時補充個體的調查資料，以闡述「移入配偶」的意義、重要性、以及所引申的問題與課題。
　　就來台後的居住地區分佈而言，來自中國大陸的移入配偶，多半定居在都市及其周邊地區，而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入配偶則廣為分佈在鄉村農業地區。東南亞的女性移入配偶，結婚年齡大多較來自中國的移入配偶來得年輕，結婚年齡中位數分別為23.6歲及31.8歲。但兩者與台灣丈夫的年齡差距，則同樣大都在十歲以上。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入配偶，絕大多數都是初婚。也因此，兩者所關注的議題有所不同，中國移入配偶因為自身與先生年紀皆長，所以較注重餘生養老的議題。反之，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入配偶，則著重於子女的教育、先生與夫家的經濟狀況，以及其自身融入台灣社會等問題。從此不難看出，來自東南亞的移入配偶，對於在與先生籌組一個美滿的家庭，具有較強烈的企圖與渴望，也更努力朝著目標而奮鬥。可惜的是，台灣一般大眾，並未有心理準備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婚姻移民，接受移入配偶。我們還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真誠接納他們成為這個國家、社會的一份子，而政府近年來主導、執行的諸多政策，也正朝著這方向努力。
　　隨著經濟發展，台灣女性人口的教育程度、就業機會、與經濟自主能力已經大幅提升，而使得兩性之間的謀生能力差異不斷縮小。在此期間，女性對婚姻與家庭的看法與因應方式，已隨著教育提升與思想現代化而力求男女平等。顯然男性在這一方面的思想進步趕不上女性，只要仍然對婚姻生活抱有太多傳統性的期待，則根據婚配理論的「斜坡說法」(the Slope Hypothesis)，台灣「移入配偶」的現象將會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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